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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中国从１０１个国家的技术引进数据,利用联合国投票一致性、外交访问、双边

伙伴关系、是否签订 RTA以及是否同为 WTO成员等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量双边关系的综合指标,

再基于引力模型的扩展形式,探讨了双边关系、技术输出国制度质量与中国技术引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良

好的双边关系总体上能够促进中国技术引进.技术输出国制度质量可以改变中国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

度,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效应会更强;并且输出国制度质量对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在

制度质量比中国高的国家中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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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于正在迈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自主研发技术产品外,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是提高

企业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积累知识资本的重要途径.后发国家借助先进的技术可以减少试

错成本和时间成本,迅速完成产业技术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１],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二战后经济

的恢复与发展都验证了这一点[２](P４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技术和成套设

备,签订技术和设备进口合同１５万余项,合同总金额多达１５００亿美元.随着中国技术引进的标准和

层次不断提高,多渠道的技术引进也促进了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加速前进的重要支撑[３].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十六次会议均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要坚定

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并积

极向着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迈进,如何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高我国技术引进水平,已成为亟需

关注的现实问题.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但由于专利具有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

不可或缺的.实际上,现代经济运作方式由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由内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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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领导人引进技术共同决定.我国一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政府在技术引进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４],虽然政府并不是技术引进的主体,但是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政治、社会环

境,从而对技术转移主体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在新的世界经济调整期,各国政治角逐与合作

为市场运行确立了新的政治框架,双边关系成为影响技术引进重要的政治因素.并且有学者提出,技
术引进国的政府作用要大于技术输出国[５].

除了双边关系,制度质量也是影响技术引进的关键要素,已有文献对于制度质量与技术引进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即良好的制度环境对技术引进与创新有着积极影响.在政治稳定性高以及投资环

境优越的国家和地区,风险可控并且收益稳定,这可以提高企业家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技术引进

的信心.那么,双边关系改善将对技术引进发挥何种程度影响? 进一步地,技术输出国制度质量对两

者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这种调节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目前的研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制度环境的不断健全会使得政治关联的替代性不断减弱[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度质量越高,政治关

系越能更好地发挥作用[７].关于这一问题尚且没有定论,基于此,文章首先综合诸多影响双边关系因

素来构建双边关系的衡量指标,以期更加全面地把握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引进的影响.然后,引入技

术输出国的制度环境质量,考察其是否会影响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

的学术研究,也将为中国的技术引进战略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相比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已有文献对双边关系的定义

至今莫衷一是,不同研究基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定义双边关系.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双边关

系,本文根据中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和 WTO等国内外对双边关系的权威考量,综合了当下代表双

边关系的主流变量,构建出一个衡量双边关系的综合指标,以期对双边关系的定义更加全面,也使文

章结论更具有合理性.第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单一政治因素或者制度质量对技术引进的影响,本
文完善了制度质量对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和关于三者关系的研究.文章在研究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

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的制度质量影响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引进的经济效应,重点研究制度变量

作为调节变量如何作用于双边关系,从而对技术引进产生影响.第三,样本容量涵盖了１０１个国家,
样本具有多样性且覆盖面广,比较具有说服力,因而结论更具有普遍性.文章在基准实证结果的基础

上,进一步将样本按照国家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分组,验证双边关系、制度质量与技术引进间的理论

传导机制,并对基础结论做补充探讨,为中国的技术引进战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双边关系与技术引进

政治因素是决定技术引进路径的主要变量.而技术引进方在选择技术引进路径时,首先考虑的

政治因素就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因此国际双边关系格局对技术引进路径具有决定性作用.以不同

时期中国技术引进的路径差异为例:美苏争霸时期,新中国采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美国等西方国

家对中国进行封锁,所以该时期中国的技术引进主要来自苏联.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及中美关系正

常化后,中国开始注重从美国引进技术[８].当前,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开始强化对华高技术的出口

管制,致使中国技术引进路径又不得不转向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可见,当两国关系处于友好

期时,技术的引进才有可能;而当国际关系恶化时,技术引进往往被中断[９].
双边关系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对技术引进产生影响:第一,根据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行动

人倾向于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在利益交换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关系,其中信任关系要求理

性人在做选择时必须考虑风险因素.友好的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企业在技术引进中对外

国风险的担忧.第二,由于理性人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有限

理性等市场失灵现象,使得交易成本升高,达成交易困难.交易成本理论表明,亲密的双边关系可以

有效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带来的交易成本,即降低引进方与外国公司的信息成本,消除进入壁

垒,提高技术引进效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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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良好的双边关系可以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
(二)双边关系、技术输出国制度质量与技术引进

罗默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各国政府应建立法律框架,营造适宜的资本环境,鼓励资本的

自由流动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资本环境”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就直接体现在输出国的制度质量

上,并通过交易成本及制度质量本身影响技术引进行为,而制度质量涵盖了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政
府监管质量、话语权和问责制、腐败控制、法治以及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说,在一系列制约

技术引进的风险因素中,制度带来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其他风险.较高的制度环境质量本身代表更加

规范的市场和秩序,可以给企业提供政策、金融、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企业经营者进行

技术引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１１].Anderson等和王谨分别基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检验了制度质

量、国际贸易以及技术引进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制度环境较差时,只有贸易中强势的一方才有利可图,
并且制度对技术引进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这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质量是保证贸易双方都受益的关

键要素[１２][１３].此外,现有研究认为,制度的稳定性、自由化和标准化水平决定了技术引进的规模和水

平、效率和层次等[１４][１５][１６].以上研究均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对技术引进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１７].
本文认为,技术输出国较高的制度质量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其一,健

全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引进技术的效率,增强我国技术引进的

信心;其二,由制度环境的组成要素可知,当从制度质量比较差的国家或地区引进技术时,会因为一系

列不确定因素导致各种高昂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技术引进的积极性,因此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通

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技术引进.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技术输出国较高的制度质量可以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
通过理论分析以及文献梳理我们得出,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制度质量均可以促进技术引进.新制

度经济学将“制度”在理论上划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正式约束和非正式

约束的影响很难区分开.Ikeda等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者可以共同作用,
相互影响[１８].亲密的双边关系能够缓冲制度风险[１９],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良好的双边关

系能起到替代制度安排的作用,有利于技术引进方根据不确定的制度环境进行及时调整.因此本文

进一步探讨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作用是否会受到输出国制度质量的影响.
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政治关联是对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的一种替代和补充.Bashir等的研

究提出了“制度风险偏好说”[１９],即在制度质量偏低的国家和地区,良好的双边关系可以替代制度安

排[１０].企业的行为同时也受到其所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企业为寻求稳定的市场和有效的产权保护机

制,往往会选择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案,但这实质上是企业经营者在所处制度环境不稳定

时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关于制度质量对双边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较少,杨其静认为制度环境的健

全会使得政治关联的替代性减弱[６].而 Williams等和罗党论等则认为高制度质量可以对政治关联

效应起到促进作用,共同对社会的正常运行发挥支撑性作用;在金融发展程度高、法律保护水平高的

地区,政治关联将更好地推动企业发展[７][２０].
由上述分析可得,中国的技术引进不仅会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还会受到外国制度质量影响,但

这一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尚且没有定论.雷钦礼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构建了一个包含制度和技术的生产函数,进一步证实了制度对技术引进会产生某种间接效应,说明不

同制度环境下的要素替代弹性不同,会影响经济运行的活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生产成本存在差

异从而影响市场行为[２１];同时,内置于制度环境中的各种机制会影响创新与技术的获取,从而影响经

济活动[２２][２３].所以本文认为,二者对技术引进的作用存在互补效应,即存在一种间接效应,使得双边

关系对技术引进的作用会受到输出国制度质量的调节,并且这种差异也会受别国经济发展水平或者

时间段的影响.
双边关系和技术输出国制度质量对技术引进的作用机制可以总结为: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

技术引进中,高质量的制度环境,即政治稳定、法制健全、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高的地区,更能保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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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移顺利进行.同时,为了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风险,行为人也会主动采用非正式制度安排

来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而非正式制度安排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根据理性选择和交易成本

理论,双边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信任关系,克服市场失灵,对行为人所处

的制度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双边关系和制度质量可以通过降低交易风险和引进成本共同对

技术引进产生影响.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输出国制度质量会促进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引进的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度中国从１０１个国家的技术引进数据,利用联合国投票一致性、外交访

问数据、双边伙伴关系、是否签订RTA 以及是否同为 WTO 成员作为组成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构建衡量双边关系的综合指标,基于引力模型的扩展形式来研究双边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技术引进

之间的关系.对于数据节点的选取,一是基于各个变量的可得性和考虑尽可能多国家样本,二是基于

中国从外国的技术引进额,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选取了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与中国有技术引进数据

的所有国家,并将记载不完全或者多年无数据的国家样本剔除(因２０１６年之后的数据不完整,故数据

截至２０１６年),剩下的这些国家涵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
家,样本覆盖面广,比较具有说服力.

技术引进数据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务院网站关于联合

国投票表决情况的年度报告.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外交互访数据来源于对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

的整理.是否与中国签订RTA以及 WTO成员情况的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网站.制度质量数据

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CEPII数据库、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全球发展指标(WDI).
(二)模型设定

文章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引进的影响.传统引力模型通常应用于国际贸

易研究,以贸易额为因变量,收入和距离为自变量,后来加入对双边贸易具有影响的其他变量进行了

扩展.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加入双边关系、制度质量和相关控制变量,包括输出国的经济总量、对外开

放度、战略资源禀赋、双边贸易依存度等,构造以下基础回归模型:

Technologyit＝α＋β１Policyit＋β２Institutionit＋θXit＋φi＋φt＋εit (１)
式(１)中,i代表地区,t表示时间.Technologyit是t时期中国从i国的技术引进数额;Policyit是t

时期中国与技术输出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包括联合国投票一致性、外交互访、伙伴关系、是否签订

RTA以及是否同为 WTO 成员;Institutionit是输出国的制度质量,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话语

权和问责制、政府监管质量、法治、腐败控制六个方面的内容.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θ是控制

变量系数的向量.控制变量包括输出国的经济总量(GDP)、对外开放度(Open)、战略资源禀赋(PaＧ
tent)、双边贸易依存度(Dependence)以及引力模型内置的控制变量即中国与输出国之间的双边距

离(Dist).
(三)变量定义

１．技术引进.技术引进的方式主要包括:合资生产、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技术引进或购买以及收

购兼并,而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国内外的技术引进或购买,因此本文采用中国从不同国家的技术

引进合同金额代表技术引进,合同包括了设备引进,技术许可、咨询和服务以及合作生产等方面内容.

２．双边关系.双边关系这一概念最早被学者定义为国家间的战争、政治冲突以及负面政治事

件[２４].Berger等则采用冷战期间美国中情局(CIA)对他国的政治干预来分析政治因素对贸易的影

响[２５].随着现代计量的发展,双边关系的概念开始走向量化,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２０１０年

建立了中国与１２个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数据库,给双边关系提供了量化指标参考.此外,随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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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全球合作的深入,是否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其他国家领事馆的数目以及建交时间等均

成为衡量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２６][２７].
在双边关系中,外交互访是最基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外交访问成为近年来学者们衡量两国

关系的主要因素.比如,刘长敏等提出两国间高频率的互访是两国关系友好的象征[２８];王学君和田

曦将外交事件具体量化为国家领导人年出访的总次数,并且对双边关系按照访问内容进行分类来研

究政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２９].除此之外,由于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直接反映了外交政策偏

好以及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是否一致,因此国内外学者构建了投票行为“理想点”来衡量双边关系,即两

国“理想点”差异越大,在这一时期双边关系就越疏远[３０][３１].
基于已有研究,为更全面地研究双边关系对我国技术引进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中国与１０１个国家

的联合国投票一致性数据、合作伙伴关系、外交访问数据、是否签订 RTA 以及是否同为 WTO 成员

等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量双边关系的综合指标.首先,在使用主成分分析前对上述５个解

释变量进行 KMO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经过标准化的 KMO 值为０．７８０６,即通过了主成分分析法的

相关性检验要求.然后,运用主成分方法进行降维,按照方差特征值大于１和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

８５％的原则,进行主成分提取.本文对双边关系指标的选取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战争和冲突在全球

目前合作与发展的背景下已经不足以代表双边关系,同时个别年份发生的政治争端事件或者单一的

双边关系因素不能全面涵盖双边关系的内容,所以在诸多衡量双边关系的因素中,文章选取了目前研

究中最主流的代表双边关系的五个变量:联合国投票一致性、外交访问、双边伙伴关系、是否签订

RTA以及是否同为 WTO成员,这些变量可以较好地刻画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情况.具体来

说,伙伴关系是代表双边关系最直接的一种制度安排;外交互访则是体现双边政治最基本的表现形

式,使得双边关系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联合国投票行为可以直接体现出国家间的外交政策偏好,反
映双边关系远近.第二,文章研究的是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影响,构建的指标不仅能够较为全面地

概括双边关系,还要与技术贸易有着高度相关性,而本文所选取的变量都是衡量双边关系的公开数

据,在分析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中一直得到广泛应用.

３．制度质量.文章借鉴吴一平等、杨娇辉等的做法[２２][３２],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全球治理指标

的平均值衡量技术输出国的制度质量(Institution),具体包括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政府监管质量、
话语权和问责制、法治和腐败控制６个方面的内容.

４．控制变量.借鉴相关文献,文章选择如下控制变量:输出国的经济总量(GDP)、对外开放度

(Open)、战略资源禀赋(Patent)、双边贸易依存度(Dependence)、引力模型内置的控制变量中国与输

出国之间的双边距离(Dist).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技术引进 Technology 技术引进和购买合同金额的对数值

伙伴关系 policy１ 对伙伴关系按照外交部网站划分标准,从０ ４进行赋值

外交互访 policy２ 双边外交互访次数

联合国投票一致性 policy３ 国家间在联合国的投票表决,投票一致取１,不一致取０
是否签订 RTA policy４ 签订 RTA取１,没签订取０
是否同为 WTO成员 policy５ 都为 WTO成员取１,反之取０
双边关系 Policy 对５个子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的双边关系衡量指标

制度质量 Institution 取全球治理指标中所有６个维度制度质量的平均值

输出国 GDP GDP 输出国的经济总量的对数值

输出国对外开放度 Open 输出国FDI净流量占 GDP的比重

输出国战略资源 Patent 输出国居民与非居民的专利申请总数

双边贸易依存度 Dependence 输出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输出国总贸易额的比重

双边距离 Dist 与输出国的有效距离(地理距离∗国际油价)的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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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２为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２可知,在统计期间,技术引进的均值为６．９６１,表明中

国技术引进水平整体偏低,有待进一步改善.从技术引进的国别和类型演进来看(表３),在２１世纪

以前,中国主要从个别国家引进单一技术,而２１世纪以后演变为通过多种渠道从世界各国引进多种

技术和设备.双边关系的最小值为负,与最大值６．２００之间相差比较大,同时技术引进的最小值与最

大值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初步说明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改善双边关系对于技术引进可能存在一定

的影响.控制变量方面,输出国对外开放度的方差为４．４４７,经济总量和战略资源的方差都在２以上,
可见输出国的开放度、经济总量和战略资源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２ 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echnology １６１６ ６．９６１ ３．２２５ １．０５０ １３．９８

policy１ １６１６ １．６０８ ０．９１９ ０ ３

policy２ １６１６ ５．２３９ ８．２２３ ０ ９３

policy３ １６１６ ０．１７６ ０．１５３ ０ ０．８４０

policy４ １６１６ ０．１３０ ０．３３６ ０ １

policy５ １６１６ ０．８２８ ０．３７７ ０ １

Policy １６１６ ０．０１３ １．００３ １．９７８ ６．２００

Institution １６１６ ０．２５１ ０．９２９ １．７５０ １．９７０

GDP １６１６ ２５．１８ ２．１６５ １８．７８ ３０．４６

Open １６１６ ０．２７８ ４．４４７ ０．６２８ １５９．５

Patent １６１６ ７．１６０ ２．３０５ ０．６９３ １３．３１

Dependence １６１６ ０．１７１ １．１２８ ０ ２８．１０

Dist １６１６ ８．８８７ ０．５３１ ６．８６３ ９．８６８

　表３ 中国技术引进主要国别和类型演进

时间 主要引进技术类型 技术输出国

１８到１９世纪 军事、钢铁冶炼、纺织和造船等技术 德国、意大利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建设项目技术 苏联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化工和冶金设备技术 西欧和日本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采煤、数据处理、化肥和轧机技术等 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

２１世纪以来 互联网、软件等多种技术和多种设备 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

　　(二)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处理双边关系与技术引进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用以解决被忽视掉

的与国家特征有关的因素所引起的估计偏误.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引入时间固定效应,以解决不随国

家而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以确保本文的回归结果为无偏估计.文章首先利用２００１~
２０１６年１０１个国家的全样本数据对基础模型(１)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首先将文章的主要解

释变量双边关系(Policy)和引力模型的主要控制变量输出国的经济总量(GDP)加入模型进行回归;
然后逐次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输出国的对外开放度(Open)、双边贸易依存度(Dependence)、战略

资源禀赋(Patent)和双边距离(Dist),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４第(１)列至第(３)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仅加入引力模型的主要控制变量,还是在此基础

上同时加入其他变量,主要解释变量双边关系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与输出国的双边关系友

好能够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反之将产生不利影响.已有研究对二者的关系并没得出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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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可能的原因是不同的研究对双边关系的衡量指标存在差异.而本文将五类衡量双边关系的指

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后,使得变量更具有代表性,回归结果也初步验证了假设１,即良好的双边关系

可以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
在对双边关系变量进行回归的基础上,逐次加入制度质量和其他控制变表量,表４第(２)列和第

(３)列的结果显示,输出国的制度质量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不同于之前研究提出的“制度

风险偏好说”,表４结果表明中国更倾向于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引进技术,与上文中提出的假设２,
即外国较高的制度质量可以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相符.输出国的经济总量、战略资源、双方的

贸易依存度等变量,与中国技术引进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输出国的对外开放程度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中国偏好于从战略资源丰富、市场和经济体量大的国家进行技术进口,并且高贸易依存度也会对

技术进口起到促进作用.
　表４ 基本回归结果

Variable
FE

(１) (２) (３)

Policy ０．０３３∗∗(０．０１１) ０．１８５∗(０．０９６) ０．１４７∗(０．０７５)

Institution ２．０１３∗∗∗(０．０９２) １．９４４∗∗∗(０．０９８)

GDP ０．７９４∗∗∗(０．０５５) ０．４８９∗∗∗(０．０９１) ０．５１４∗∗∗(０．０９８)

Open ０．０１０(０．４４４)

Patent ０．３６１∗∗∗(０．０７８)

Dependence ２．９５１∗∗∗(１．１１９)

Dist ０．６６４∗∗∗(０．１６４) １．３２７∗∗∗(０．１４２) １．３９９∗∗∗(０．１５１)

Constant ７．７７１∗∗∗(１．９３６) １．１２３(２．２１６) ２．８７９(２．４９４)

Observations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RＧsquared ０．３０１ ０．６４１ ０．６８１

　　注:回归控制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三)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４的回归结果说明,双边关系会对技术引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中国也偏好于从制度质

量较高的国家进行技术进口.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技术引进

均有显著影响[３３].制度对于技术引进的影响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故除了上文基础回归得

出的直接效应外,下文尝试验证: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效应是否会受到输出国制度质量的调

节,即随着输出国制度质量的改变,技术引进受双边关系影响的敏感程度会不同.鉴于此,文章将

基础回归模型(１)进行了扩展,加入制度质量与双边关系的交互项(Policyit∗Institutionit),得到回

归模型(２),如下所示:

Technologyit＝α＋β１Policyit＋β２Institutionit＋β３Policyit×Institutionit＋θXit＋φi＋φt＋εit (２)
表５为基于拓展模型(２)的全样本回归结果,由表５第(２)列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的

系数显著为正,并且双边关系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双边关系确实会对技术引进产生明显

的影响,而且随着输出国的制度质量提升,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偏效应会提高.具体地,输出国

的制度质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效应会上升０．４２９个百分点,输出国的制度

质量可以提高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程度.验证了上文提出的假设３,即外国制度质量会影

响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综上可得,一方面,友好的双边关系可以通过降低技术

贸易的成本,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同时通过亲密的双边关系建立的“信任感”增加从该国

技术引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输出国的制度质量改善也可以消除一些市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负

面效应,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外国制度质量的正向

调节,输出国制度质量的提高,比如提高政府效率、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可以缓解不确定因

素带来的风险,因此面对更稳定的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效应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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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双边关系与制度质量交互效应回归结果

Variable
全样本

(１) (２)

Policy １．６２１∗∗∗ (０．４３４) ０．９６３∗∗∗ (０．３２４)

Institution ２．４９３∗∗∗ (０．１７３) １．３７９∗∗∗ (０．２１５)

Policy∗Institution ０．１１６(０．１２７) ０．４２９∗∗ (０．１６１)

GDP ０．４８８∗ (０．２８７) ３．１５９∗∗∗ (０．７２９)

Open ０．０４６(０．６５１)

Patent １．３４４∗∗∗ (０．４５６)

Dependence ５．６４１∗∗ (２．３０１)

Dist ０．９７８∗∗∗ (０．１８２) １．５２８∗∗∗ (０．２０９)

Constant ２４．４３∗∗∗ (６．７０４) ４６．００∗∗∗ (１３．０１)

Observations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RＧsquared ０．３１８ ０．２５９

　　(四)稳健性检验

虽然文章在实证分析时已经选取了尽可能多的囊括不同类型的国家样本,同时出于政治、军
事、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考虑,将可能影响到中国技术引进的经济、地理和贸易依存度等因素加

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并且对双边关系的衡量涵盖了外交关系、对国际事务态度偏好的一致性、
是否建立多领域的伙伴关系等诸多方面,尽量避免了单一双边关系要素受技术引进的反向影响,
但还是有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源于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一国可能会基于输出国

丰富的战略资源、贸易需求、重要程度等去决定是否进行互访等行为,从而改善双边关系,所以技

术引进与双边关系之间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

内生的双向因果偏误,为避免可能的内生性,文章分别采取替换主要指标变量、利用系统内外部两

种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以保证文章的稳健性.

１．替换制度质量指标.本文在构建制度质量变量时,采用的是 WDI(WorldDevelopmentIndiＧ
cator)数据库中政府效率、政府监管质量、政治稳定性、话语权和问责制、法治和腐败控制６个指标

的平均得分.除此之外,现有研究认为宗教文化、投资环境等也是重要的制度质量指标.为验证

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重新采用ICRG(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中的宗教冲突、投资环境、腐
败控制、政府行政质量和市场投资环境等要素构造新的制度质量指标替换原有指标.表６第(１)
列和第(２)列报告了替换制度质量指标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双边关系、制度质量系数均依旧显

著为正,说明文章的结论是具有稳健性的.
　表６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

Variable (１) (２) (３) (４)

Policy ２．１０４∗∗∗ (０．４３９) ０．９０７∗∗∗ (０．２００) ２．３３８∗∗∗ (０．８６３) ０．５３２∗∗∗ (０．１７０)

Institution ０．９８１∗∗∗ (０．１８３) １．７３５∗∗∗ (０．３５６)

GDP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５) ３．４４２∗∗∗ (０．５１８) ０．７３４(０．４２８) ２．３０３∗∗∗ (０．４１５)

Open １．１３７(１．６４６) ３．０１６(２．７２４)

Patent ２．３０２∗∗∗ (０．６１５) ４．３３１∗∗∗ (１．００７)

Dependence ５．３１１∗ (４．２４２) ４．９１６∗ (３．８８７)

Dist １．６１８∗∗∗ (０．２６２) １．０９４∗∗∗ (０．０８９)

Constant １１．８０(７．４８８) ４８．０５∗∗∗ (１２．７９) ２１．５４(１９．６８) ２３．６０∗∗∗ (１０．７３)

Observations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RＧsquared ０．１１９ ０．２７１ ０．４１７ ０．３４４

　　２．替换双边关系指标.在基础回归中,主要解释变量双边关系采用了外交互访、合作伙伴关

系、联合国投票一致性、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以及是否同为 WTO 成员等要素构造主成

分.由于外交互访的主观性因素可能更大一些,并且此类问题研究中大多采用外交访问作为衡量

１５１



双边关系的主要变量,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用外交互访这一变量代替双边关系重新进行回归.
表６的第(３)列和第(４)列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与表３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替换

指标后,结果依然稳健.

３．工具变量回归.文章采取系统内部和外部两种工具变量,同时满足与双边关系相关和与原

扰动项不相关两个条件,重新对基础模型(１)进行回归.一方面,双边关系的滞后变量是目前此类

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运用的一种有效的系统内部工具变量,因此选用双边关系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

具变量进行回归;另一方面,文章借鉴闫雪凌等的做法[３４],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系统外部的工具变

量进行２SLS回归,主要依据为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系列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不管

是过去还是现在,保持并深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始终是重要的外交考虑.因此,本文选

用双边关系的滞后项和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工具变量重新回归检验.
表７报告了系统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其中第(１)列和第(２)列以双边关系的

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第(３)列和第(４)列以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与上文

基准回归表４的结果相比,双边关系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依旧显著相关.
从回归结果来看,文章的结果是可靠的.
　表７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

Variable (１) (２) (３) (４)

Policy １．１９４∗∗∗ (０．４３９) ０．５９７∗∗∗ (０．２００) ０．９９７∗∗∗ (０．３２０) ０．６１２∗∗∗ (０．１５５)

Institution １．４８２∗∗∗ (０．１８３) ２．１０２∗∗∗ (１．０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V１ ０．８４８∗∗∗ (０．０５９) ０．８１０∗∗∗ (０．０４７)

Constant １１．８０(７．４８８) ４８．０５∗∗∗ (１２．７９) ３２．０１(１８．５６) ２２．９８∗∗ (１０．９７)

Observations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RＧsquared ０．１１９ ０．２７１ ０．２４０ ０．３０１

　　注:IV１是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标准误差.

五、进一步分析与机制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双边关系、制度质量与技术引进之间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在不

同制度环境的国家是否仍然适用于上述研究结论,即制度环境的间接调节效应是否会有所差异?
在不同的时间段,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度又是否一致? 理论作用机制是否与实践是吻合

的?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下文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同时对双边关系、制度质量对技术引进的作用

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一)细分不同制度质量样本的效应差异分析

上文用基于６个维度的全球治理指标所衡量的输出国制度质量检验了它对双边关系技术引

进效应的间接影响,从加入交互项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在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双边关系对技术

引进发挥的作用更大.然而１０１个样本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制度质量水平是

参差不齐的,因此,在这些制度质量差异比较大的国家中,基础回归的结论是否依旧适用,需要进

一步探讨.
为验证总体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章进一步将全样本划分为制度质量高于中国和制度质量低

于中国的两类国家样本,对拓展模型式(２)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双边关系的系数在输出国

制度高于中国的两列中显著为正,而在输出国制度低于中国的两列中显著为负,说明从制度质量

更高的国家引进技术,双边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进一步地,交互项的系数在输出国制度高于中

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说明了在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制度质量对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才比较明显,
提高了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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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细分不同制度质量样本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制度质量高于中国 制度质量低于中国

(１) (２) (３) (４)

Policy １．２５７∗∗∗ (０．３９３) ０．７７０∗∗ (０．３３７) ３．０９６∗∗ (１．４９６) ５．３６８∗∗∗ (０．８９０)

Institution ２．２８６∗∗∗ (０．１８１) １．２３７∗∗∗ (０．２４８) ３．５６３∗∗∗ (０．６２８) ３．６２０∗∗∗ (０．６５０)

Policy∗Institution ０．０８８(０．１１７) ０．３３７∗ (０．１８４) １．５６０(０．８３４) １．８３８(１．８０９)

GDP ０．０１６(０．３６３) ３．９２２∗∗∗ (０．８６６) ０．４５９(０．３４５) １．００９∗∗∗ (０．３３２)

Open ０．９５５(０．６９５) ０．１４７(１．０３０)

Patent １．５８０∗∗∗ (０．５０８) ０．３３８(０．２５０)

Dependence ４．３４９∗ (２．５２７) ３．５５８∗ (２．０８７)

Dist １．１５６∗∗∗ (０．２３８) ２．８３５∗∗∗ (０．３８９) １．１１５∗∗∗ (０．３９４) １．０８７∗∗∗ (０．３７８)

Constant １５．６９∗∗ (７．９４０) ６０．０３∗∗∗ (１６．１６) ０．９４４(１１．５４) １２．２３(８．４６４)

Observations １１５６ １１５６ ４６０ ４６０
RＧsquared ０．４７９ ０．２８５ ０．５５３ ０．７５３

　　然而,为何在划分制度质量高低两组样本之后,双边关系在低制度质量的国家反而发挥了负

向的影响? 可能的解释是,低制度质量的国家本身政治就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具体表现为没有

足够的话语权,政府内部存在腐败以及法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政府效率相对比较低,这让双边关

系能发挥的经济效应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难以发挥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优势,甚至产生相反的

结果.
(二)细分时间样本的效应差异分析

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用来克

服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失灵现象.由表５的结论,我们已知制度质量

比较高的国家,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偏效应更大.实际上由本文选取构造制度质量变量的要素

可知,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市场化程度也是比较高的,既然双边关系的任务是解决市场失灵,就不得

不考虑市场的作用.因此,为深入探究双边关系、制度质量对技术引进的作用机制,文章将样本按

照时间进行划分,试图在一个时间轴上分析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程

度的变化.
对时间点的具体划分依据为:自２００１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十余年的大规模技术

以及资金引进策略,但其成果离预期目标仍相差比较远.２００６年,中央提出新的技术发展战略,明确

指出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再创新,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考虑到政策的时滞性,并且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影响中国技术引进活动

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所以文章选取２００１年为起始点,以２００８年作为时间分界点,将全样本划分为

两个时期,回归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 细分时间样本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

(１) (２) (３) (４)

Policy ２．０７０∗(１．２２８) １．２２０∗∗(０．６１０) ０．０４３３(０．９２２) ０．１２０(０．３８０)
Institution ２．６６９∗∗∗(０．３１１) １．８３９∗∗∗(０．２８０) １．７８５∗∗∗(０．３７６) １．７４１∗∗∗(０．３５３)
Policy∗Institution ０．０４１(０．２１３) ０．２２２(０．１９８) ０．１８１∗(０．０９０) ０．１２０∗(０．０７４)
GDP ０．６７２(０．６８４) ２．０７０(１．２６１) ０．５３６(０．６０８) ０．９２５(１．１５８)
Open ０．３５９(１．０６６) ０．１０７(０．５６９)
Patent ０．５１７(０．７７６) ０．００４(０．７５２)
Dependence ３．０４７(４．４９９) ２．１２９(３．４３９)
Dist １．４３２∗∗∗(０．２７０) １．７４５∗∗∗(０．３９５) １．１０６∗∗∗(０．３５５) １．３４７∗∗∗(０．３７５)
Constant ３４．９７∗∗(１７．７５) ２９．２６(２４．４９) ２．０１８(１２．６４) ５．８７６(２１．９８)
Observations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１６１６
RＧsquared ０．２４９ ０．５５１ ０．５３５ ０．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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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结果显示,在两个时期,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影响仍然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是２００８年以

后,双边关系的效应变得不显著,这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不必再为了

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风险,寻求非正式制度安排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故技术引进的政府作

用在慢慢减弱.并且,双边关系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系数在第二个时间段是显著的,这说明技术引进

对双边关系的敏感程度受制度质量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更加明显.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更加

致力于对市场的法治监管、运行效率的提高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失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制
度环境得以完善.以上实证结果与双边关系和制度质量共同对技术引进产生影响的理论传导机制是

契合的.
(三)基于“一带一路”样本的回归分析

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２０１６年,中国先后从６０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

技术引进.在本文总样本数据中,总共有５０个国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接近总样本的一半,并且大

部分沿线国家在市场化、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国家特征上是具有共性特征的.在这些制度环境相对

而言比较低的国家,上文的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为进一步验证上文所得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将总样本

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国家两组样本,对这两组样本中双边关系、制度质量与我国

技术引进间的关系再次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表１０)显示,双边关系和制度质量的系数大多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改善同沿线国家

的关系,以及较高的制度质量可以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进.但是第(４)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

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即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作用,不会受到制度质量的影响.可能的原因为:一方

面,“一带一路”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比较低,而且短时间内质量改善的程度并不会太

明显,也印证了上文得出的结论,即在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制度质量对双边关系技术引进效应的调节

作用才比较明显.按照理论机制的阐述,输出国制度质量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那么就会寻找

政治关联的帮助,建立互信关系,克服市场失灵,这时双边关系的建立就尤为重要,但是第(４)列的双

边关系变量并不显著,所以没有正式制度安排的呼应,双边关系能发挥的边际效应最终受到限制.另

一方面,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引进可能受政策影响更大,从战略资源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也可

以看出,中国的技术引进更多的是从技术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引进.并且我国一直致力于构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友好双边关系,因此制度质量的间接调节作用也就弱化

了[３２].基于不同样本的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文章结论与作用机制的稳健性.
　表１０ 分“一带一路”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非“一带一路”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

(１) (２) (３) (４)

Policy １．３０４∗∗∗(０．４３１) ０．８０７∗∗(０．３６５) １．５６２∗∗∗(０．６００) ０．１２０(０．３８０)
Institution ２．２８９∗∗∗(０．１７０) １．５２３∗∗∗(０．２２７) ２．５４６∗∗∗(０．２７９) １．７４１∗∗∗(０．３５３)
Policy∗Institution ０．０８４(０．１４９) ０．３９０∗(０．２０６) ０．０５６(０．１５７) ０．１２０(０．２５４)
GDP ０．２２１(０．２５５) ２．３２４∗∗∗(０．６７５) ０．５１８(０．４２９) ０．９２５(１．１５８)
Open ０．３９１(０．６０９) ０．１０７(０．５６９)
Patent ０．７８７∗(０．４０６) ０．００４(０．７５２)
Dependence ６．１４３∗∗(２．５９２) ２．１２９(３．４３９)
Dist ０．９５５∗∗∗(０．２２６) １．９５６∗∗∗(０．３２７) １．１１２∗∗∗(０．２５９) １．３４７∗∗∗(０．３７５)
Constant １９．４４∗∗∗(５．９３７) ３１．７９∗∗(１２．７６) ２８．３１∗∗∗(１０．８２) ５．８７６(２１．９８)
Observations ９０８ ９０８ ７０８ ７０８
RＧsquared ０．４５１ ０．５０３ ０．２８３ ０．５９６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中国从１０１个国家的技术引进数据,以联合国投票一致性、外交互访数

据、双边伙伴关系、是否签订RTA以及是否同为 WTO 成员作为子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

量双边关系的综合指标,基于引力模型的扩展形式,研究了双边关系、输出国的制度质量与中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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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之间的关系.为避免内生性和有效减少估计系数的有偏性,文章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实证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总体来看,友好的双边关系会增强国家间的互信,提高企业从国外引进技术的信

心;同时可以在正式制度层面提供技术引进合同、投资合约等制度安排,降低技术引进的壁垒等交易

成本,因此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中国技术引进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可以促进中国从该国的技术引

进;相反,双边关系疏远会起到负面影响.此外,制度质量不仅影响中国的技术引进,并且良好的制度

质量还可以提高双边关系对技术引进的效应.制度环境越稳定,产权保护制度往往越健全,可以为技

术引进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降低技术引进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双边关系会影响技术引进,同时

输出国的制度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度.
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制度质量对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并非在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这种调节作用

在制度质量比自己高的国家更为显著,更能提高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程度.此外,２００８年以

后,双边关系的效应变得不显著,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自主性越来越强,技术引进的政府

作用在慢慢减弱;交互项的系数在２００８年以后是显著的,这说明技术引进对双边关系的敏感程度受

制度质量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更加明显.在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际间的政治经

济往来也将更加频繁,本文的结论表明中国通过切实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对中国的技术创新

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不能忽视输出国制度质量对双边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

占据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原有的市场份额,因此这部分国家往往会采取一系列恶意竞争的政策进行

打击,经贸摩擦的出现不利于技术引进.故我国应重视双边关系对经贸发展的作用,双方领导人可以

通过外交互访、签订合约等制度安排、建立高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化交流合作等方式,对相关

利益问题进行直接协商洽谈,争取在国际事务上取得共识,改善与主要技术引进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进而有效地解决贸易分歧,优化技术引进方式,寻找经济利益共同点,实现互利共赢.第二,在技术引

进过程中,应该有策略性地对不同的技术输出国制定不同的技术引进方案,充分考虑输出国的制度质

量状况,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以及双边沟通,尤其是在与制度质量较低、与中国制度质量差异比较大

的国家,比如“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进行技术贸易时,要充分发挥双边关系对制度质量的补充作

用,增强互联互通,提高技术引进的效率.第三,中国致力于与其他国家构筑良好的双边关系来促进

经贸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做到善于利用但是不过度依赖双边关系,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自主性.同时,相关企业要对双边关系动向所传递的贸易信息保持高度的敏感,善于利用这

些信息规避技术引进的风险,将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动态与市场信息作为技术引进的重要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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